
打入日伪内部的国民党地下工作者
——略谈何世桢、陈中孚与陆玄南

杨天石

打开《民国人物词典》, 有两个人物,一为江苏吴县人陈中孚,

1938年任南京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顾问, 1941年任汪伪国

民政府委员, 后又任汪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一为安徽望江人何

世桢, 1939年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曾被重庆

中央宣布开除党籍,明令通缉。按二人职位,理应列入汉奸行列。但

是,此二人在抗战胜利后都没有受到惩罚。不仅如此,何世桢还在

上海参预接收日伪财产。1948年并被选为行宪国民大会代表。这

就奇了。

翻查有关档案、文献,二人也确乎有“劣迹”。如: 1939年 9月

15 日, 何世桢曾致电蒋介石等称:“国家民族已至最危急时期, 党

既不能成为有主义、有精神之党,政府亦复不能为负有责任有能力

之政府,全国人民已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诸公犹以国家民族为孤注

一掷,将置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此则诚可痛心疾首长太息者

也。深望诸公幡然悔悟,以大无畏精神向国人公开谢罪, 光明的主

和,切实团结全国国力, 共为光荣和平之奋斗。”此电刊于汪伪《中

华日报》,当时,汪精卫等人正在上海全力“主和”,何世桢在电报中

却要求蒋介石和重庆方面“幡然悔悟”, 放弃抗战方针, “向国人公

开谢罪”,“共为光荣和平之奋斗”。这不是明显的汉奸言论吗? 据

说,何世桢还曾租用飞机在上海及重庆上空散发此电。他们在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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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后何以未受到惩罚呢?

1996年, 我在台湾所藏朱家骅档案中读到了葛覃、吴任沧、腾

珂三人写给重庆方面的一份报告, 专谈何世桢、陈中孚情况,部分

解答了我的疑问。该报告称:

一、1938 年秋, 陈中孚、何世桢奉孔祥熙、于右任、居正三人

嘱咐,探讨“中日和平途径”。适值陈立夫派陈惠到上海作“重要政

治情报工作”,经藤珂介绍, 与陈、何联系,“便中侦察日方对华政治

动向,随时报告中央”。陈惠在上海组织民众党,出版《民力》周刊,

公开反对汪精卫, 同时与陈中孚、何世桢联手,打击汪精卫的“和平

运动”。后陈惠被汪方通缉,被迫离沪。

二、汪精卫初到上海时, 首先拉拢陈中孚、何世桢,计划在广

州组织伪国民政府,为陈、何拒绝。同时,北方的王克敏、南方的梁

鸿志也多方诱迫何世桢参加伪府,许以司法院长高位和 20万元的

经费。陈、何态度未定,腾珂等多方劝阻,二人遂加以拒绝。

三、1939年, 汪精卫到北平, 企图勾结吴佩孚。陈、何得到消

息,立即北上,劝吴以国家为重, 不要受汪精卫的愚弄,吴遂拒绝与

汪会晤。

四、汪精卫联吴失败后,回上海组织中山学会,旋改称“中央

党部”, 准备成立伪国民政府,陈、何即组织中国新同盟会相抗。汪

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推何世桢为主席

团成员,继又推为伪国民党中央常委, 许诺何为立法院长, 均遭拒

绝。因此, 汪精卫非常痛恨何世桢。当重庆国民党中央宣布开除何

世桢党籍之时,汪精卫也在上海袭击了何主持的持志学院。

五、汪精卫到上海后,向日方夸耀,重庆国民政府五院院长、

张发奎、陈铭枢等都同情他的和平主张,但所言不验;而且陈、何也

不肯与汪合作。日方因此感到, 汪没有解决时局的能力。陈、何乘

机策动日方, “欲谋和, 非向中央进行不可, 否则徒受汪愚”。汪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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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一再喧嚷, 而迟迟不能建立,与陈、何的策动有关。

六、陈、何不仅运用日方倒汪,而且不时运用南北两个伪政权

刁难汪精卫。汪精卫政权之所以难产,此一重要原因。

七、1939年春, 日本军部小野寺来华,与陈、何续谈和平, 陈、

何再次提出:“汪无解决时局能力, 欲谋和惟有求诸中央。”小野寺

赞同这一观点,立飞东京,与近卫、平沼商量;再返沪,向陈、何称:

日方要人多数赞同与重庆方面谈判, 任国府指定地点,重庆、昆明、

桂林、新加坡、小吕宋均无不可, 近卫或平沼均可参加。其他如军部

的适原、海军的野村中将、现任海军司令津田中将均持同一主张。

日方人员多次向陈、何表示:“如中央有意谈判, 则日方条件均可从

优,否则惟有支持汪政权矣!”

八、自高宗武、陶希圣在香港发表日汪密约后,海内大哗。陈、

何表示:“即无日汪密约吾人亦不与汪合作;有此卖国协定,更非倒

汪不可! 吾人之中国新同盟会、与和平救国会亦准备结束。”

九、1939年 3 月初, 陈、何向腾珂等表示:现在日方的松冈洋

右一派,如石井、小川及宇垣大将等发表新主张, 高唱解决中国问

题,除东北四省既成事实外,余均无条件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状态。

此说在日本国内甚为有力。军部的小野寺、适原, 海军之野村、津

田、岩村等,均持同一主张。彼等尤其反对支持汪政权,使之成为中

日和平的障碍。北平的喜多、南京的原田, 武汉的村杉也坚决反对

支持汪政权。何称:陈中孚拟于汪政权成立后,开始其倒汪活动。届

时,汪政权的弱点即将全部暴露,陈、何将联合日方海陆军中之反

汪派, 推倒米内内阁,促成宇垣、松冈洋右、小野寺等之抬头,并向

日方之政党、议会发动倒汪攻势,从而转变日方支持汪伪政权的国

策,俾向吾人就范。“吾人更一面在抗战军事予以若干次重大打击,

一面支持日方反汪分子之活动, 以扰乱其侵华阵容, 则抗战之前途

不难于有利之条件下达到中央预期之目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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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末,腾珂等建议,恢复外交部驻沪办事处,派专人主持, 联络

陈、何, 使之“作有利于中央之活动”, “发动对日之外交攻势”。同函

并称:“汪伪政权成立期近, 陈、何效力中央,颇具诚意, 时机迫切,

稍纵即逝。”

从腾珂等人的报告看, 陈中孚、何世桢是有意打入敌人内部的

国民党的特殊工作人员,其主要目的是作倒汪活动。一方面在“和

平”阵营内作汪精卫的反对派, 一方面支持日本人内部的反汪派。

一言以蔽之, 阻挠和破坏汪精卫组织伪政权。

笔者的这一判断并不是孤证。吴绍澍在《记上海统一委员会》

一文中回忆说:“上海持志大学校长何世桢与李择一、陈中孚与日

寇也有勾结, 而同汪精卫伪组织并不合流, 却想另搞一套。当时统

一委员会对何也发出了警告。何就托人解释,说与重庆有联系。”可

见,何世桢、陈中孚是打着“和平运动”旗帜的反汪派。上海统一委

员会是国民党在上海的地下抗日组织,吴绍澍是它的主要成员之

一,其回忆自然比较可靠。

何世桢、陈中孚原来都属于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派, 是坚决的

反蒋分子。他们是如何转而成为重庆方面的特殊地下工作者呢?关

于此, 胡道静老人等回忆说:抗日战争爆发后,何的持志学生徐明

诚,时任军令部东南办事处即上饶办事处主任, 劝何以国家利益为

重,对蒋抛弃过去的个人恩怨,与日方接触,以了解日方动态, 利用

各方关系和他们之间的矛盾,为民族战争作出贡献。何接受了这意

见。因而何到了重庆,接受我调查单位之请,返回上海,与日伪秘密

接触,从而探知敌方很多秘密。1939年 9月,重庆政府发布对何的

通缉令,使他更受日伪之信赖。何世桢在抗战期间成为提供敌方情

报最多贡献的人员。

这段回忆清楚地说明了,重庆方面派何世桢回沪从事秘密工

作的情况。陈中孚是何世桢的搭当, 其情况当亦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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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世桢不仅为国民党工作, 而且也为共产党工作。胡道静等又

回忆说:何世桢秘密担任国际问题研究所驻上海的负责人。中共地

下党利用何的关系在汪伪周佛海的中央储备银行搞到一个透支

户,组织公司, 实质上是新四军的后勤供应站。因此, 1979年上海

市公安局在何世桢的复查结论中明确写道:“何历史上与我党组织

有过关系,曾做过有益于人民的工作,是有贡献的。”

胡道静等还回忆说:“何世桢与阜丰面粉厂厂长孙伯群有亲戚

关系,在孙厂内的住宅内设立秘密电台,另一秘密电台设在何的家

中。在杭州亦有一秘密电台设在何的学生劳鉴劭家中。有一时期,

上海居民粮食紧缺, 何曾请孙伯群设法搞一些面粉帮助地下工作

人员生活。”

除在“和平运动”中反汪外, 1944年,何世桢还曾和近卫文

的弟弟水谷川忠 等联系, 介绍徐明诚代表重庆方面和日方谈判,

提出要求日本全面从中国撤军等三项条件。日方称之为“何世桢工

作”。同年 9月 29日周佛海日记云:“徐某来,半年前曾见过一次,

据云系渝军令部东南办事处下之负责人, 奉军令部电令向日海军

接洽者,提出前记之和平条件三项。盖日海军前曾由何世桢传达,

拟倒东条内阁以对渝表示诚意, 而东条果倒,故内地电徐经何提出

也。”据此可知,何世桢确曾在日方内部工作,挑动其内部矛盾。

何世桢、陈中孚的经历都很复杂。关于何, 笔者所知略多。他

于“文革”期间被隔离审查, 写过几十万字的交代材料。1972年 10

月 13日撤销隔离,同月 17日去世。关于陈,则所知极少。他大概

后来去了美国,组织第三种力量。

还要谈一谈陆玄南。《朱家骅先生年谱》称:“(民国二十八年)

此时布置南京地下党部,发现委员陆玄南同时担任伪组织的南京

市党部委员, 因他事前没有向中央报告用兼伪组织的职务作掩护

的手续,既格于规定,先生不得不将他免职。但他免职之后仍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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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初衷,继续为中央工作,非常出力。结果被伪组织发现逮捕, 壮烈

就义。”显然这也是一位忠贞的爱国者。他的实际职务是南京市地

下党部成员, 公开职务则是汪伪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委员,为此,他

受到重庆方面的处分, 最终则牺牲在地下工作的岗位上。

我曾见到过陆玄南写给重庆方面的几份秘密报告, 知道他化

名钟平,在南京“专任汪方之反间及情报工作”, “尽量离间,使其内

斗”。他最初在汪伪“中央通讯社”工作,后来偕同其他两个同志混

入伪南京市党部。他曾利用特殊身份在当地组织了 12个地下工作

小组,也确曾向重庆报告过汪伪集团的许多情报,例如,其 1939年

提供的情报就有:汪伪新政权成立延缓,汪防范、戒备情形,汪派人

员之摩擦益甚,汪建立武力情形,最近汪外交动向等。不过由于资

料不足, 他在南京的全部工作及其被捕牺牲情形,一时还难以厘

清。

(作者杨天石, 1936 年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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